
·道安对佛教哲学的译介和推广·

·69·

道安对佛教哲学的译介和推广

麻天祥

[ 摘  要 ] 在佛教东传史上道安是一位对佛经翻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他开拓出了

佛经传译的新纪元，标志佛教文化传播走向系统和规范。道安学兼内外，具有包括政治洞察力

在内的多方面的才能。他的声望和影响借助王权的支持而遍于京洛，他在当时的僧俗各界具有

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道安毕其一生，与般若学相始终，在佛学思想上说，他是本无宗的代表。

他与竺叔兰、罗什并驾齐驱，将般若学推向高峰。他的思想中吸纳了魏晋玄学清谈的内容而具

有以道解佛因素。同时道安思想中包含对现实世界有浓厚参与色彩的弥勒信仰。从世界文化交

流的角度说，佛经翻译和佛教中国化为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确立了一个最佳的典范，而道安在

其中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作为一代高僧、一个致力于佛教经典翻译的思想家而言，求知、“决

疑”更符合道安的价值取向。

[ 关键词 ] 道安 佛经翻译 本无宗 般若学 以道解佛 弥勒信仰 佛教中国化

[ 作 者 ] 麻天祥（1948—），男，河南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宗教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佛教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

史、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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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这是荆襄名士习凿齿同道安初次会面时各逞机辩的一段佳话。

从中可以看出两晋名僧与名士之交游情状，释迦弟子风格酷肖清流，且“般若”理趣，同符《庄》《老》，

故佛教玄理如决堤之水，流布中华。

慧皎在《高僧传·序录》中特别区分名僧与高僧，实乃受名实之辨的时代风气之影响。轻道寡

德适时，炫玉贾石成风之际，能推尊学识德行，其德行其学识独步一世，并能开拓中华佛教新世纪，

使教泽继被将来者，乃高僧中之出类拔萃者，而真正能 “绍明大法，使真理不绝，一人而已”。——

这虽然是对支道林的溢美之词，但用以赞颂道安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之艰苦卓绝，而不全借清谈之

浮华，当是恰如其分的。弥天释道安，便是佛教传入华夏数百年来屈指可数的特出高僧之一。

汤用彤先生论及魏晋佛法兴盛原因时也曾经指出 ：“自汉以来，佛教之大事，一为禅法，安世高

译之最多，道安注释之甚勤。一为《般若》，支谶、竺叔兰译大小品，安公研讲之最久。一为竺法护

之译大乘经，道安为之表张备至。而在两晋之际，安公实为佛教中心。初则北方有佛图澄，道安从

之受业。南如支道林，皆宗其理（《世说·雅量篇注》）。后则北方鸠摩罗什，遥钦风德（见《僧传》）。

南方慧远，实为其弟子。盖安法师于传教译经，于发明教理，于厘定佛规，于保存经典，均有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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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安 ：《鼻奈耶序》。

〔2〕 汤用彤考即《辨意长者经》。

〔3〕 道安 ：《阴持入经序》。

之功绩。而其译经之规模，及人才之培养，为后来罗什作预备，则事尤重要。是则晋时佛教之兴盛，

奠定基础，实由道安，原因四也。”这就是说，汉至魏晋，佛教西来，主要传入的经典，一是安世高

所译禅法，二是支谶、叔兰所译般若，三是法护翻译的大乘。于此三者，道安注释、研讲、表张，

全面介绍与推广，因而成为两晋佛学之中心。而且，道安承前启后，在北方师事佛图澄，又有弟子

慧远亦受安公之命，在南方广布教化。影响所及，遍布南北。南方佛教“皆宗其理”，北方如鸠摩罗

什这样泽及后世的大翻译家，也“遥钦风德”。由此可见，道安于译经、于传播般若学经义，功莫大焉，

不仅对两晋佛法兴盛起决定性影响，同样对于佛教哲学在中国传播贡献殊伟。弥天释道安，应当说

是名至实归。

一、生平与历史地位

道安，晋永嘉六年（公元 312 年）生于河北常山扶柳，太元十年（公元 385 年，即符坚建元二十一年）

卒。据汤用彤考，道安作《四阿含暮抄序》及《毗婆沙序》，均言“八九之年”，即 72 岁，且二经之

出，亦在建元十八年八月至十九年八月间，或卒于建元十九年。若卒于建元二十一年，其享年实为

74 岁。道安之世，《般若》汉译流传，与《老》、《庄》并论。道安也有言曰 ：“以斯邦人《老》、《庄》

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1〕正始之后，名士盛谈三玄，般若性空之理也与之

同气，并附之以广大。佛教于此时，实以般若学为主干，而同玄风相呼应。道安行化河北，南下襄阳，

分张徒众，西入长安，译经弘法，孜孜不倦，以及命终。般若得以风行，实在是道安的功绩。慧皎《高

僧传》记曰 ：

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

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出家，神智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

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阙。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师与《辨意经》〔2〕一卷，可五千

言。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已

闇诵。师虽异之而未信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经覆

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而异之，后为受具戒，恣其游学。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澄见而嗟叹，与

语终日。众见形貌不称，咸共轻怪。澄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因事澄为师。澄讲安每覆述，众未之

惬。咸言：须待后次，当难杀昆仑子。即安后更覆讲，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语

曰：漆道人，惊四邻。

于时学者，多守闻见，安乃叹曰：宗匠虽邈，玄旨可寻，应穷究幽，远探微奥，令无生之理，宣

扬季末，使流遁之徒，归向有本。于是游方问道，备访经律。后避难潜于濩泽，太阳竺法济，并州支

昙讲《阴持入经》，安后从之受业。

上述道安家世以及少年出家的历史。其生于永嘉乱世，大河以北，兵连祸结，所谓“生逢百罹”〔3〕，

而早失怙恃。幼年读书，过目成诵，年方十二，投身佛门。虽然神智聪敏，但面黑貌陋，不为所重，

而驱做田役。数年之后，劳作之间，精勤读经，而崭露头角，并受具足戒。后游学邺都，师事高僧

佛图澄，并得澄之青睐。佛图澄虽善方技神咒，也只是为了“欣动二石”，获得统治者的信任，而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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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麻天祥主编《20 世纪佛学经典文库》，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3 页。

〔5〕 金陵本等均无此四字。

〔6〕 大正藏本无此字。

〔7〕 《高僧传》竺法雅传。

〔8〕 汤校注本注 ：“三本、金陵本、《祐录》‘乃’作‘及’。”汤氏解《析疑》、《甄解》是道安著作。见后。

救百姓之危苦，其学则在《般若》、《方等》。故此时道安在佛图澄的直接影响下，于般若学有甚深造诣，

事实上已经成为继佛图澄之后北方佛教的领袖。所谓“漆道人，惊四邻”也可见道安在当时的影响。

另据汤用彤考，太阳实为大阳，晋时属河东郡，现在山西平陆境内；支昙讲乃人名，并州雁门人，

“讲”字不是动词，所以“安公实不能谓为从之受业”〔4〕。慧皎记述有误。

顷之与同学竺法汰俱憩飞龙山。沙门僧光、道护已在彼山，相见欣然，乃共披文属思，妙出神

情。安后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时武邑太守卢歆，闻安清秀，使沙门敏见苦

要之。安辞不获免，乃受请开讲。名实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

百，常宣法化。时石虎死。彭城王（石遵墓袭）〔5〕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请安入华林园，广修房舍。

安以石氏之末，国运将危，乃西适牵口山。迄冉闵之乱，人情萧素，安乃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

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入王屋女休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6〕木食修学。俄

而慕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

体，宜令广布。咸曰：随法师教。乃令法汰诣杨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

闲。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

显而易见，道安早在河北已经创寺立塔，备受王公贵胄推崇。但祸乱相寻，不得不辗转迁徙（多

达九次），颠沛流离，最后渡河南下，经王屋山、陆浑而至湖北襄阳，并于途中（新野）分张徒众，

广布教化，提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弘法口号，反映了制度化宗教的发展同王权的密切关系。

特别是在飞龙山，道安同竺法汰、僧光、道护“披文属思，妙出神情”，辨析般若性空之理，相互砥砺。

史载 ：“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 ：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 ：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

安曰 ：弘赞理教，且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7〕显然，道安于性空义的译介，对竺法雅创

立的格义之法颇有微词，认为借用老庄的概念附会佛教的范畴，容易偏离佛法真意，因而主张弘赞

教理，以“允惬”，即准确为鹄的，不能一味固守成法，而影响佛教哲学独立之发展。应当看到，佛

教初传，以传统之学附会佛说，采用格义之法也是便于外来文化的移植。当时名僧高贤，无不以庄、

老见赏于佛门，如竺法深、支道林，比比皆是，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道安同僧光关于格义

之法的争论，无疑反映了佛教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轨迹。事实上，格义之法虽在其后而被扬弃，

但佛教对庄、老，乃至儒家思想的吸收，则从来没有间断，道安的本无之义也不能例外。

既达襄阳，复宣佛法。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藏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

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

起尽之义，乃〔8〕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

自安始也。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

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四方学士，竞往师之。

由此记述，可以看出道安对佛经翻译的贡献。所谓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序致渊富，妙尽深旨，

可以说对道安极尽赞美，肯定了道安开拓出佛教传译的新纪元，标志佛教文化传播走向系统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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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僧传》记七十二，误。见前。

佛教义理在华夏的传播再也不是佛教初传时期仅叙大意，转读格义，谬误迭出的境况了。内容显然

主要还是般若经典。学者辐辏，奔竞而至其门下而高僧辈出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慧远便是

其中之翘楚。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僚，封疆大吏，深相接纳，符坚也“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道安

高名已经镌刻在道俗之间了。襄阳名士习凿齿致书通好，曰 ：“自顷道业之隆，咸无以匹。所谓月

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此方诸僧，咸有思慕。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一

蹑七宝之座，暂现明哲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栴檀于江湄。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 ；玄波溢漾，

重荡于一代矣。”于是而有“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之说，而“时人以为名答”，这也是名僧

酷肖清流之佳话。习凿齿与谢安书极尽溢美之词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

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 ；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

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

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见。其亦每言，思得一叙。”正所谓“其

为时贤所重，类皆然也。”

道安行化襄阳长达十五年，每岁讲《放光波若》，阐般若性空之说。“晋孝武皇帝，承风钦德，

遣使通问”，并诏给俸禄，“一同王公”。符坚攻占襄阳，尝言 ：“唯得一人半。”即“安公一人，习凿

齿半人也。”如此道安名动王公，依国主、弘佛法的方针顺利付诸实行。“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

数千，大弘法化。”道安的声望与影响借助王权的支持而遍于京洛了。

《高僧传》还指出，道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

而且于古文字等亦“多闻广识”。《祐录》索性说他“论诗风雅，皆有理智”。“故京兆为之语曰 ：学

不师安，义不中难。”道安在当时僧俗各界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可见一斑。从中也可以了解佛法在魏

晋之传布，实在还是借助传统知识分子“外学”，也就是传统文化之底蕴的事实。

不仅如此，道安为弘扬佛法而同王权的合作，同样使他具有政治上洞察力。淝水之战前夕，道

安为天下苍生计，委婉劝阻符坚对东晋发动战争。符坚不允，致有八公山之败，风声鹤唳，“死者相枕”，

“坚单骑而遁”，充分显示道安也是以多方面的才能致誉当时并及后世的。

道安“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之法 ；二曰常日六

时行道饮食唱时法 ；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另，魏晋沙门皆依师为姓，道

安认为僧人皆释迦弟子，故以释为姓，遂为永式，至今依然。

《高僧传》记载，“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显示了道安的弥勒信仰，与

其弟子慧远在庐山结社白莲的弥陀信仰有所不同，表现了更为明显的在世护持佛法的中国传统的色

彩。秦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道安忽告众曰 ：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是岁晋太元十年，

即公元 385 年，享年七十四。〔9〕

道安在世时，闻鸠摩罗什之名，每劝符坚取之，共同探寻佛法。罗什亦远闻道安风范，称之为“东

方圣人”。然而时不再来，道安去世后十六年，鸠摩罗什方至长安。中国佛教史上有共同事业和追求，

而且互相倾慕的两个巨匠失之交臂，生不相逢，实在是令人难以释怀的历史遗憾。不过，道安还是

邀请了“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而且“常与沙门法和诠

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孙绰在他的《名德沙门论》中称颂 ：“释道安博物多才，

通经名理。”并赞曰：“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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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161 页。

〔11〕 《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

犹若常在。”可见，即使在魏晋名士间，道安同样是怀瑾握瑜，致力名山事业，而垂名青史的人物。

另，《高僧传》“有别记云，河北别有竺道安，与释道安齐名。谓习凿齿致书于竺道安。道安本

随师姓竺，后改为释。世见其二姓，因谓为两人。谬矣。”竺道安即释道安！

二、佛典翻译与整理

佛教入华，历经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文化声气相求，昌盛不衰；至两晋，在民间尤有极大的影响。

汤用彤先生总结其时佛法兴盛的原因时指出，乱世祸福，至无定轨，祸福报应早已成为起信之要端 ；

士人承汉末谈论之风，玩习《老》《庄》，约言析理，发明奇趣，祖尚浮虚，佯狂遁世，依附风雅，

赏誉僧人，佛法之兴得助于魏晋之清谈 ；汉魏之后，西北戎狄杂居，西晋倾覆，胡人统治，外来文

化益以风行，不同文化的渗透交融，自然有利于佛法之开拓 ；还有就是道安传教译经，为佛法之兴

奠定基础。汤先生的这些话可以说字字珠玑。但是，从文化哲学，或者说文化传播学上讲，佛法之兴，

同佛典翻译有绝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佛教在中国文化厚土上的移植，翻译是其托命之所。

文化交流，外来文化的移植，思想内容固然是根本，但必须借助语言文字才能实现交流，作为

印度文化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不例外，所以，佛教西来，翻译先行，无论是西来的异域高僧，还

是西行求法的中土大德，汉至魏晋，也多是佛典翻译的专家学者。佛教文化的传播和翻译的进化同

步，故在早期有格义、会译之法，风靡当世，为佛教文化的移植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竺法雅创造、

使用的格义之法，尤其为当时译经者所用。

格者，量也，格义，即以中国文化的概念，比拟匹配外来佛教文化之范畴，使国人易于理解佛教

经典之内涵，从而加速佛教文化本土化的进程。《高僧传》卷四《晋高邑竺法雅》说：法雅“少善外学，

长通佛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 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

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汤用彤

在此指出 ：据《世说·文学篇》曰 ：“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

觉之属。”法雅之所谓事数即言佛义之条目名相。其以事数拟比，盖因佛经之组织常用法数，而自汉

以来，讲经多依事数也。〔10〕如此而言，竺法雅之格义，主要是以事数拟比佛义之条目名相，向那些

虽然饱读诗书，擅长庄老，却于佛理茫然而无所知的弟子们宣讲佛法的工具或方法。道安与法雅同学，

也尝采用格义的方法，和法雅一道，“披释凑疑，共尽经要”。只是在佛图澄去世后，翻译实践者意识

到格义法的局限——所谓“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又提出当以“允惬”为绳墨，而扬弃格义之法。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格义，在竺法雅那里，主要是就佛法之条贯而言，虽然也涉及到内容。其实，

格义之法实在还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六书，尤其是会意、假借、转读的具体运用，是训诂方法的

变异。从广义上讲，佛典翻译在中国一直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以外学比附内学，借庄、老之说，

甚至儒家思想转读佛家义理，特别是禅学和后来之禅宗思想。道安实不能例外，其弟子慧远亦然如此，

所谓“远乃引庄子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道安“特听远不废俗书”。〔11〕晋时高僧如鸠摩罗什、道生、

僧肇、慧皎等皆步道安之后尘，以庄老之学诠注佛说，借庄老之魂重铸佛教哲理。佛教、佛教哲学

正是借助“格义”的方法实现中国化的。

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概念，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往往由于差异而发生冲突，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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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钞序》。

杆格而不相入 ；进一步由于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交流而发现相同，于是而有相互的撷取和交融。如

何实现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如何推进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转化？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在

哲学领域，概念的转换尤其重要，也难以把握。毫不夸张地说，佛经翻译，佛教的中国化为世界文

化交流和融合确立了一个最佳的典范，道安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

简单地说，翻译必须：一、得意，即忠实原意，也就是正确；二、顺化，就是能被本土文化认同，

也就是要在本土化方面有创意 ；三、雅驯，雅俗共赏，易于流传，而非佶屈聱牙。单纯有第一点是

远远不够的，第二第三点对于外来文化的移植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近人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

原则同样说明这个道理，尽管他忽略了文化顺化的重要环节。道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首次

明确指出“译胡为秦”应当注意的事项，实际上从反面建立起系统的翻译方法论，显然是对前此以

往的“格义”之法的一大发展。他说 ：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

可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三者，胡语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

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

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

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 ,

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

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

者勇乎？斯三不易也。〔12〕

这里无需详为解释，可参考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的评论 ：

五失本者：（一）谓句法倒装。（二）谓好用文言。（三）谓删去反复咏叹之语。（四）谓去一段落

中解释之语。（五）谓删去后段覆牒前段之语。三不易者：（一）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谓佛

智悬隔，契合实难。（三）谓去古久远，无从询证。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要之翻译文学程式，

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

道安的这些卓识，不仅对于古代中印文化的交流，对于佛教中国化起到了推涛助澜的作用，即

使对于当今世界文化的趋同，同样具有昭示性。道安在翻译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具体

内容，汤用彤已为之详述，转述如次。

汤用彤引《祐录·道安传》“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

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一段，与前引《大正藏》本略

有差异，着意说明，道安在般若经典翻译上的贡献，并因此引领了佛教文化在中国本土文化中长足

发展的新纪元。

首先汤氏强调 ：

按佛经旧译，不独时有谬误，而西方文体本与中土不同。一原文往往简略，句中字有缺省，在西

文已成习惯。译为中文，则极难了解。一语既简略，而名辞又晦涩，译为华文，往往不知其所指。此

均安公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也（《祐录》八《般若抄序》）。一佛经行文，譬如剥蕉，章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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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而意义前后殊异。但骤观之，似全重复。但含义随文确有进展，读者乃不能不合前后，以求其全

旨。故经颇有“辞句复质，首尾互隐”者（《祐录》五《安公注经录》中语）。一西文文句，常前后倒

装，此安公所谓“胡语尽倒”（《般若抄序》），支道林所谓“须筌次事宗，倒其首尾”也。夫旧译间甚

朴质，而多有谬误。读之者如不悉原文，其研求方法，只能在译本中“寻文比句”，前后比较，以求

其名相之含义与全书之意义。文句比较之功夫愈多，则其意义之隐没者愈加显著。

这里汤氏指出的中印文化不同的三个方面 ：一是佛经行文简略，且有缺省，首尾隐没 ；二是章

句重叠，前后重复，而首尾互隐 ；三是句法尽倒，不了解中印文化体现在文字语言上的差别，是不

能准确翻译，而多有谬误的。所以，翻译务必做到寻文比句，前后对照，功夫愈深，意义愈明。这

实际上是对道安“失本”、“不易”之说的具体说明。因此，“安公穷览经典，其寻文比句功夫最深，

乃能钩深致远。既通其滞文，乃能‘析疑’（安公作《放光析疑略》及《析疑准》）。既窥其隐义，乃

加‘甄解’（安有《密迹》、《持心》二经“甄解”）。既了其全旨，乃能作经科判。安公曾作《放光起

尽解》，疑系分段标其起讫，而说明其要旨也（参后下第十五章注疏条）。”也就是说，道安寻文比句

功夫最深，故能析疑解惑，钩深致远，彰显般若性空之理。《析疑》、《甄解》显然是以方法命名的著作，

道安在佛典翻译中，对方法的重视由此也可见一斑。

汤用彤还指出，安公于经典之搜集颇为努力。在河北时，竺道护送来《十二门经》，又得《光赞》

一品。在襄阳，慧常于凉州远道送《光赞》、《渐备》、《首楞严》、《须赖》四经。道安所见既多，研

寻甚勤。集众经自汉光和以来迄晋宁康二年（公元 374 年），作《综理众经目录》一卷。道安“校阅

群经，诠录传译”，“遇残出残，遇全出全”，无论残缺，凡录经典入目者，皆一一过目，而不仅据耳闻。

“此可见法师治学之勤劳而且谨严也。”

自汉魏至晋，佛经佛意不绝如缕，“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道安“诠品新旧，

撰为经录”，其法有二：一、广求写本，确定译人及其年月；二、校阅全文，比校诸经辞体，以定其译人。《祐

录》十三《支谶传》曰 ：“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余部，以岁久无录。安公校练古今，精寻

文体，云似谶所出。”道安之严谨，不止在寻文比句，而且在于对各种写本的比对，以及文体的校阅。

所谓“校练古今，精寻文体”应当说不是纯粹的溢美之词。

再次，道安校阅群经，若译人缺失，无由考定，则特列入《失译录》。失译之本，按其文辞，知甚古远，

或辨为凉州、关中所出，则分别为《古异经》、《凉土异经》、《关中异经》三录。辨识为伪造者，则

列入《伪经录》。此涉及译人和佚经者，“均可见安公考定之方法谨严也”。有的经典，在中国有两次

或多次翻译，道安校阅后，知其来源为同一古本，如《四十二章经》有汉译、吴译之别，若不注明，

则易致张冠李戴。道安则于其经首句标出，以备后人阅读检索时有所遵循。如《祐录》七《首楞经注序》

曰 ：“安公《经录》云，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支谶所出。其经首略‘如是我闻’，唯称‘佛在王舍城

灵乌顶山中’。”“此又可窥安公作录之谨严也。”

汤用彤就道安经典收集之广，研寻之勤，寻文比句，校练古今，以及译者、翻译的时间和原本

的来源的考订，还有伪经、一经多译等的确认等方面，全面展示道安对汉译佛典倾注的满腔热情和

严谨的治学精神，并因此而垂诸后世。道安之前，虽然支愍度也曾有经录问世，但远不如安录谨严

完备，所以《祐录》二曰 ：“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

当其时也，佛典翻译不仅有竺法雅之“格义”，而且有“合本”，亦称“会译”者。会译，原基

于汉代讲经之需，合列经文，分列事数，以一经文为母，其他经事数列为子，条述其义。至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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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多译，译本繁而且参差大，故有合本之法的广泛应用，所谓“求之于义，互相发明”。〔13〕如支

谦读旧译佛经，每恨其朴质，且多胡音，因是或修改前人之作，或另行翻译，故甚注意古今出经之

异同，乃创合本之法，而有《合微密持经》。支愍度校阅异译，亦集成《首楞严》与《维摩诘》两经

之合本。其《首楞严》用支谦所修改之支谶本、支法护本以及竺叔兰本。《祐录》八载支氏《合维摩

经序》云：“余是合两令相附，以明（支谦字恭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兰字上疑脱护字。《祐

录》二亦云 ：支氏合支谦、法护、叔兰三本为一部）。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

之劳。”可见，合本之法在当时的流行，既是时代的使然，也是翻译的进步。支谦、支愍度也是得风

气之先的人物。

道安既为时代之领袖，又博览群籍，故能诠品新旧之异同，而尤留心《般若》诸译之出入，也

有以合本的方法撰著《合放光光赞随略解》，该书久已佚失，虽不知其内容，但推想应当是《放光》、《光

赞》二经逐品比较，并随文为之略解。这也是道安为合本之法别开生面者也。

上述主要有关道安佛典翻译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当然也涉及一些经典。就内容而言，道安译经，

已经具备经、律、论三藏规模，不过多为罽宾一切有部之学。

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 379 年），道安西至长安，有弟子道立随侍，其间长达七年，终日以译

经为职事。其翻译始末及其成果俱载于汤用彤的著作。

佛教初传，摩腾住白马寺，之后，洛阳为汉魏间译经之重镇，至西晋竺法护译经，长安已为中

印文化交流之要地。其后约四十年，胡汉交融，中国同西域交通日益频繁。于阗、康居西方诸国亦

同大汉密切交往，中西交通，盖甚畅达。故西来之僧人借丝绸之路直达长安。佛经翻译工作在这里

也就蔚然成风。汤用彤记之曰 ：

道安法师至长安后，极力奖励译事。每亲为校定，译毕之后，常序其缘起。即“兵乱都邑，伐鼓

近郊”，犹工作不辍。而同时有赵整（亦作政或作正，字文业）者，仕苻坚为太守及秘书郎，亦叠

为译经之护持。坚没以后，出家，更名道整，亦译经之功臣也。道安、赵整虽著功绩，然译胡为汉，

实始终得竺佛念之力。竺佛念，凉州人，讽习众经，精涉外典。其苍雅训诂，尤所明练。少好游方，

备观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释。故义学之誉虽阙，洽闻之声甚著。苻、姚二

代，西僧之来华者，尝不娴华语，传译之责，众咸推念。故二秦之时，推为译人之宗。长安是时翻译

之盛，盖集此诸因缘而致，固非偶然之事也（佛念亦自译《璎珞经》[建元十二年]、《出曜经》[十九

年]、《鼻奈耶律》等，谓有十二部七十四卷，详《开元录》）。

长安译事之盛，取决于道安之勤勉谨严，翻译、校定，并序缘起，详细记述译人、时间、底本，

以及残缺、错讹等各种情况，集译事于一身，即使兵临城下，也不顾个人安危，孜孜不倦，勤行不辍。

此外还有赖于赵整之护持，有得于佛念之华戎语言、佛经外典之“苍雅训诂”。道安之成就，也可以

说是集众多因缘而得之。

魏晋佛教流行虽久，但戒律传之不广，法显“慨律藏残缺”，忘身西行求法，还是在道安去世

十四五年之后的事。早在建元中，西域沙门昙摩侍，善持戒律，于长安出《十诵戒本》、《比丘尼大戒本》、

《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三部。道安抑或在竺佛念的协助下，翻译了这三部戒律。道安《鼻奈耶经序》

有言曰 ：

〔13〕 《祐录》七《合首楞严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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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壬午（公元382年），鸠摩罗佛提赍《阿毗昙抄》〔14〕、《四阿含墓抄》来至长安⋯⋯又其

伴罽宾鼻奈，厥名耶舍，讽《鼻奈经》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书，佛念为译，昙景笔受，自正月

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为四卷。〔15〕

所谓“罽宾鼻奈”，意指罽宾之专长《鼻奈经》律者（Vainayika）。这是律学的翻译。

道安还在赵整的护持下，译出《大毗婆娑》，亦称《杂阿毗昙心》。此经亦来自罽宾的般若经典。

道安序之曰 ：

会建元十九年，罽宾沙门僧伽跋澄讽诵此经，四十二处，是尸陀槃尼所撰者也（故此非迦旃延之

《大毗婆沙》也）。来至长安。赵郎饥虚在往，求令出焉。其国沙门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

传，敏智笔受为此秦言，赵郎正义。经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处，余佐校对，一月四日。

此经十四卷，故亦称《十四卷毗婆沙》。跋澄又出《婆须密菩萨所集论》十卷，也是佛念译传，跋澄、

难陀（即昙无难提）、�提婆（即僧伽提婆）三人执胡四本，慧嵩笔受。跋澄又赍《僧伽罗叉经》来长安，

佛念译，慧嵩受。上述二经，都是在道安的主持下，由佛念译传，并由跋澄、慧嵩等其他中外僧人

通力合作，于建元二十年（公元 384 年）翻译出来的。

还有《中》、《增》二《阿含》及《三法度》，皆月氏吐火罗文，亦由赵整护法，难提、佛念、慧

嵩共同翻译，道安、法和考核订正。这些都是阿含类的经典。

僧伽提婆（亦作禘婆或提和），有部《毗昙》之大家，也来自罽宾，所译《阿毗昙八犍度论》，即《发

智论》。道安、法和为之检校、厘正，并予重出。道安序曰 ：

以建元十九年罽宾沙六僧伽禘婆诵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之。佛念传译，慧力、僧

茂笔受，和理其指归。其人检校译人，颇杂义辞。和抚然恨之，余亦深谓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

懈，四十六日，而得尽定。其人忘《因缘》一品。

上述《毗昙》外，道安还曾令鸠摩罗跋提译《阿毗昙心》以及《摩诃钵罗蜜经抄》、《四阿

含墓钞》。故道安言 ：“此岁夏出《阿毗昙》，冬出此经。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至此，

三藏规模初具，自然心怀释然，而流露出成功的喜悦。

至建元十九年，淝水之战后，道安年在古稀，更是随心所欲，又译出十四卷《毗婆沙》及《八

犍度》。越明年，虽关中战乱，戎马生郊，道安用功尤勤，出《增一阿含》。其序曰：“全具二《阿

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须蜜》，《僧伽罗刹传》此五大经，自法东流，出经之优者也。”据《僧

伽罗刹集经后记》曰：“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宾比丘僧伽跋澄于长安石羊寺口诵此经及《毗

婆沙》⋯⋯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讫。”道安于此前一日，即二月八日寿终正寝，其于佛典翻译矢志

不渝，而倾其所有了。其后罗什入关，僧伽提婆渡江，法和在洛阳助译《出曜》等，皆道安典范之

召感与流风遗泽。

总之，道安学兼内外，致力于佛教经籍翻译整理终其一生，硕果累累，初具三藏规模，并且引

领了出类拔萃的佛教英才 ；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建树彪炳史册。所著《综理众经目录》，原著虽失存，

但可见于僧祐著《出三藏记集》卷三、卷五，仅此可见道安译经之宏阔规模，亦可见道安对佛教文

化传播的卓越贡献。其中 ：一、经律论录，收经律论 450 部，凡 1867 卷。二、古异经录。“自《地

〔14〕 即《阿毗昙心》。

〔15〕 汤注 ：据《开元录》入佛念录，建元十四年壬午译，“四”字系“八”字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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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要语》迄《四姓长者》合九十有二经。”三、失译经录，共收 142 部 147 卷。 四、凉土异经录，

共收 59 部 79 卷。五、关中异经录，共收 24 部 24 卷。六、疑经录，共收 26 部 30 卷。七、注经及

杂经志录，共收 24 部 27 卷。其余，汤用彤考之甚详，不一一转述。

三、般若性空与本无义

佛法初来，有二系并流汉地，一为禅法，一为般若，道安集二系之大成。其时，正始玄风飚起，《般

若》、《方等》因与之相契而得以流行。道安兼擅内外，研讲穷年，以本无之说与玄学贵无派遥相呼应。

自汉之末叶，讫刘宋初年，《般若经》最为流行者，译本亦甚多。最早者为支娄迦谶之十卷《道

行》。《放光》、《光赞》，同为《大品》。《光赞》因得道安之表彰，乃转相流传。及鸠摩罗什入长安，

重译大小品，盛弘性空典籍，般若学遂如日中天。其实，《般若》学之始盛，远在什公以前。当

时《老》、《庄》、《般若》相提并论，《般若》于是得以附之光大。牟子《理惑论》及《大明度经

注》等，均援用《老》、《庄》玄理，诠释般若性空之说。释道安《鼻奈耶序》曰 ：“经流秦土，有

自来矣。随天竺沙门所持来经，遇而便出。于十二部，《毗日罗》（《方等》）部最多。以斯邦人《老》、《庄》

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可见，般若学的传播同《老》、《庄》哲学以及道安

对般若的中国化理解相关。汤用彤指出 ：“盖在此时代，中国学术实生一大变动，而般若学为其主力

之一也。吾称此时代为释道安时代者，盖安公用力最勤，后世推为正宗也。”由此可知，道安之世，“《般

若》研究乃大盛也”。〔16〕

汤用彤先生说 ：释家性空之说，适有似于老庄之虚无 ；佛之涅槃寂灭，又可比于老庄之无为，

本无之各家，尤兼善内外，佛教性空“本无”之说，凭借老庄清谈，吸引一代文人名士，天下学术，

渐为释子所篡夺，本无义由是而兴起。

本无之说，昙济谓之为六家七宗之第一宗。大多视为道安或法汰之说。慧达认为慧远之学属本

无义，竺法深对般若的理解，实为本无异宗。僧肇《不真空论》批判的本无义，其指向则是法汰，

而吉藏强调法汰亦属本无异宗。其实，本无之说，广而言之，几乎可以说是般若的别名。更何况，

佛学以缘生为基石，否定有创造一切的本体的存在，曰缘起性空，因此也可以说“本无”即佛教哲

学的核心。可见，般若六家七宗的分别，只是魏晋时期中国佛教学者对佛教般若性空的诠释不同而

已。慧达《肇论疏》曰：“远法师本无义云，因缘之所有者，本无之所无。本无之所无者，谓之本无。

本无与法性同实而异名也。”慧远作《法性论》，以法性为本体，这里言本无与法性同实异名 ；由此，

推而广之，慧远法性本体称为本无宗，亦无不可。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佛学本体之无，到“无”之本体，即无本体到以“无”为本体的转变，

恰恰表现了魏晋玄风中“有生于无”的《老》、《庄》哲学，对佛教以缘生为基础的非本体论的无痕

换骨的改造。这一转变，或者说改造，显然是佛学庄老化、中国化的转捩点。

道安毕其一生，与般若学相始终，无论在河北，在襄阳，还是在关中，无论是讲学，还是译经，

其宗旨所归，皆在《般若》，于《般若》研究亦最勤。《祐录》载其所著述，亦多与《般若》有关，如：

《光赞折中解》一卷；《光赞抄解》一卷；《放光般若折疑准》一卷；《放光般若折疑略》

一卷；《般若折疑略序》；《放光般若起尽解》一卷；《道行经集异注》一卷；《道行经序》；

《实相义》；《道行指归》；《大品序》；《合放光光赞略解序》；《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

〔16〕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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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性空论》〔17〕。

据此说道安是本无宗的代表亦无不可。

尽管如此，本无之说见诸道安的相关著作者不多，可见者仅有其译经之序言，大多见诸其他人

的评价或转述。道安弟子僧睿有《喻疑论》曾言 ：“附文求旨，义不远宗，言不乖实，起之于亡师。”

这是对道安佛经翻译工作的高度肯定 ；在《大品经序》中又曰 ：“亡师安和上凿荒途以开辙，标玄指

于性空，落乖踪而直达，殆不以谬文为阂也。亹亹之功，思过其半，迈之远矣。”这里显然以其师道

安之学，为“性空”之说，即般若学。其《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还说 ：“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

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这里的意思是，道安的性空之宗，与格义之乖本、六家之

偏颇均不相同，最能得般若性空之真实。元康《肇论疏》也曾言之曰 ：“如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

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可见当时，道安之学以性

空闻名，并被视为般若学之重心。梁武帝在《大品经序》也以“叔兰开源，弥天导江，鸠摩罗什澍

以甘泉，三译五校，可谓详矣”，阐明道安与竺叔兰、罗什并驾齐驱，把般若学推向高峰。其实，般

若学的兴盛实在同当时的清谈之风有关，况且，自汉代佛教西来，汉译佛典，斟酌道家之说，以“本无”

翻译“真如”，真如即般若，般若即性空，于是性空与本无，异曲同工，本无也就成了般若学的别名。

道安的性空宗也就是本无宗了。

据《中论疏·因缘品》，以般若学为六家七宗，本无一家又一分为二，亦即道安本无宗，与竺法

琛法之本无宗。其中言及道安本无之说时指出 ：

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

滞，滞在末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

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

显而易见，道安在长安时，已经以“本无”之说解般若性空之学，强调诸法本性空寂，“无在万

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足以看出，道安在鸠摩罗什之前，早已被视为本无宗的代表而领袖群伦了。

汤用彤先生指出，上述数语，出自昙济《六空七宗论》，《名僧传抄·昙济传》引述较详，文曰 ：

《七宗论》，第一本无立宗曰：“如来兴世，以本无弘教，故《方等》深经，皆备明五阴本无。

本无之论，由来尚矣。何者？夫冥造之前，廓然而已。至于元气陶化，则群像禀形。形虽资化，权

化之本，则出于自然。自然自尔，岂有造之者哉！由此而言，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

无。非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也。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宅心本无，则斯累豁矣。夫崇本可以息末

者，盖此之谓也。”

如来以本无弘教，故佛家皆说本无。本之所无，因出自自然，自然而然，如是而已。这就是“无

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自然之说，明显是以道家之学，解佛家之空的。佛教哲学正是在这样

的环境中，实现无痕换骨的自我改造，道安也是在这样玄学化的风气中，与贵无之说遥相呼应，建

设其本无宗的。

僧肇《不真空论》破斥三家，其三即本无。慧达直指为针对道安之说。内容与上述大致相同。文曰：

第三解本无者，弥天释道安法师《本无论》云，明本无者，称如来兴世，以本无弘教。故《方

〔17〕 另见元康《肇论疏》，或即上之所记《实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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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深经，皆云五阴本无，本无之论，由来尚矣。须得彼义，为是本无。明如来兴世，只以本化无

物。若能苟解无本，即异想息矣。但不能悟诸法本来是无，所以名本无为真，末有为俗耳。

这里既确定无疑地认为道安以“本无论”名世，同释迦说教并无大的不同，而且说明僧肇对本

无论的批判，在于“不能悟诸法本来是无”，而有“本无为真，末有为俗”之别。当然这只是慧达对

僧肇思想的理解。应当说，僧肇的意思是世间一切事物都不真，故无，不仅本无。就此而言，慧达

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分别本无和末有，显然有悖僧肇不真空的观念。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如上所言，僧睿称道安学说为性空宗，昙济《六家七宗论》直接称为本无宗。至陈时慧达索性

说僧肇《不真空论》对本无义的批判就是道安的般若真俗说。汤用彤甚至断言，包括梁武帝在内，

至隋唐吉藏均认道安为般若学之重镇。其时，“尚无定祖之说。假使有之，可断言道安必被推为三论

宗之一祖也。”因为三论宗也是以真俗二谛、八不中道，高扬缘起性空、本无之旨的。

显而易见，道安之本无就是般若性空，就是以道解佛的中国佛学。请看：其《阴持入经序》有言曰：

“以慧断智，入三部者，成四谛也。十二因缘论净法部首，成四信也。其为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

唯妙矣，故不行而至。”《道地经序》亦曰：“其为像也，含弘静泊，绵绵若存。寂寥无言，辩之者几矣。

恍忽无行，求以漭乎其难测，圣人乃为布不言之教，陈无辙之轨。”《安般注序》曰 ：“寄息故无

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以至于无欲。”

诸如上述，虽然说的是佛家之缘起性空，但思维却类似道家之本无，语言亦取之于《易》、《老》、《庄》。

道安对佛玄的贯通也就不言而喻了。对此，道安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说得更具有思辨色彩 ：

般若波罗蜜者，成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义焉。法身也，如也，

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首，以法身为宗。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佛之兴灭，

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有无均净，未始有名。故于戒则无戒无犯，在定则

无定无乱，处智则无智无愚，泯尔都忘，二三尽息，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

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万法有为，而此法渊默，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

也。由是其经万行两废，触章辄无也。何者？痴则无往而非徼，终日言尽物也，故为八万四千尘垢门

也。慧则无往而非妙，终日言尽道也，故为八万四千度无极也。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正而不害，妙

乎大矣。

般若波罗蜜，就是无上正道，就是”绵绵常存，悠然无寄”的真如法身，是“泊然不动，湛尔玄齐，

无为也，无不为也”的真际，是超越一切有无、智愚、定乱、净垢、言无言，乃至有为无为的终极关怀，

说到底也就是性空、本无。所谓“情尚于无多”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即无。”这同僧肇“非

有非无”的不真空论还是有明显差别的。可见，慧达的说法是切中肯綮的。

据吉藏在《中观论疏》中的说法，道安之本无，意谓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如此之说，

道安的思想又与上述不同——非只本体无，而是一切事物本性无。但他又说 ：道安谓无在万化之前，

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若宅本无，则异想便息。这里说的又是本体之无，而荡涤末有，

显然又落于僧肇批评的“有是无，无也是无”，“情尚于无多”的窠臼里了。大概正因为如此，道安

的本无说，也就很难被认为是僧肇的矛头所向。其实，这正是空无这样的概念难以用语言表述而已，

当然也有理解不同的问题。

道安明“本无”义，如今虽不见相关著作，但从其他人转述的材料中可以窥见其“本无”说包

括两方面 ：第一，世界的本体是“无”，即“本无”。在道安的理论框架内，这是对于世界本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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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客观”描述 ；第二，人们必须认识到“无”这个本体，才能达到佛教所言解脱的境界，这是从

人的主观方面强调认识“无”的重要性。道安的意图似在于从主客观结合的方法上体认般若性“空”；

同时，道安之“本”虽然在“万化之前”，却并非绝对的虚无，而为“众形之始”，如昙济所述“非

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也”。显而易见，本无说同玄学贵无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总之，道安的“本无”宗突出“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视万物本源为“无”，

与王弼所言“有之所始，以无为本”何其相似。道安的另一些论说，如“夫冥造之前，廓然而已。

至于元气陶化，则众像禀形。形虽资化，权化之本则出于自然。自然自尔，岂有造之者哉”（同前），

将“无”说成是元气陶化万象之前的“廓然”状态，依然与玄学“贵无”论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且，“元

气陶化”、“众像禀形”的说法，显然有嵇康元气自然运化思想的痕迹；而强调万象权化之本出于自然，

而无“造之者”的论点，又同郭象“独化”论相近似。慧远的“法性”即“本无”〔18〕，同样染上了

浓厚的玄学“贵无”论思想的色彩。慧远以其“法性”本体的观点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并展开来论述，

对道安的“本无”思想显然又有很大发展。

四、弥勒信仰

慧皎《高僧传》道安传曰 ：“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 道安之友人竺僧辅

传亦有记曰 ：“（道安）后憩荆州明寺，单蔬自节，礼忏翘勤，誓生兜率。”昙戒传叙之尤详。

戒曰：“吾与和尚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尚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愿耳。”言毕，

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悦，遂奄尔迁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昙戒，南阳人，道安在襄阳时的弟子，《名僧传抄》记曰 ：后与安同憩长安太后寺。

道安与僧辅、昙戒等八人，于弥勒像前，立誓往生兜率，其弥勒信仰昭然若揭。据《乐邦文类》

载遵式《往生西方略传序》，称道安有《往生论》六卷，唐怀感亦引及道安《净土论》，苻坚也曾送

结珠弥勒像至襄阳，均可证明道安持弥勒信仰。事实上，道安之前，《弥勒》经典已经有译本流布华

夏。据汤用彤考，有竺法护翻译的《弥勒成佛经》，以及《弥勒菩萨本愿经》、《弥勒经》、《弥勒当来

生经》。至于《高僧传》所记，道安第一次所读之经为《辩意经》，而今所存北魏译本《辩意长者经》

之末，有弥勒佛授决云云。可见道安早在出家之初已经接触到弥勒经典，从而奠定了弥勒信仰的基础。

汤用彤说 ：“弥勒受记于释迦，留住为世间决疑。道安每与弟子法遇、道愿、昙戒等于弥勒前立誓愿

生兜率。而安公之愿生兜率天宫，目的亦在决疑。” 〔19〕僧睿《维摩序》中也提到：“先匠所以辍章遐慨，

思决言于弥勒者，良在此也。”

诚然，与弥陀信仰不同，弥勒信仰的特点在于对现实世界的参与，在于建设人间的娑婆净土，

道安对弥勒的选择应当说也与此相关。但作为一个高僧，一个致力于佛教经典翻译的思想家而言，

求知、“决疑”更符合他的价值取向。《高僧传》中记载，道安梦遇一头白眉长之梵道人，对道安说：“君

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涅槃，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设食。”又载，道安去世前十一日，

忽有异僧来，道安问其来生居所，僧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传说此异僧谓

即宾头卢。宾头卢为不入涅槃在世护法之阿罗汉，其性质亦与弥勒菩萨相似。上引亦可作为道安弥

勒信仰的学术倾向的一个佐证。汤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

(责任编辑 张 灵)

〔18〕 “无性之性，谓之法性”，见慧远 ：《大智论钞序 》，《出三藏记集》 卷十。

〔19〕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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